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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演变
及动力研究
刘 新 智1,2,任 钦 义2

(西南大学1.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为测度城镇化质量水平,探讨其空间格局演变及主要动力因素,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为基础,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效率及城乡协调程度五个方面,建立城镇化质量综

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重庆市自直辖以来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同时分析了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

格局的演变特征,检验了推动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动力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

化质量整体提升,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各区为核心,向临近主城区域,再向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逐级降低的空

间格局特征,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升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素作用显著,且推动作用由大到小依

次为内源动力、行政动力、市场动力、外源动力。重庆市应坚定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产业

结构、因地制宜实现城镇化质量整体均衡提升。

关键词: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动力因素;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9)04-0080-1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程度大幅提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7年的58.5%,城
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长至2017年的8亿多人①,年均增长1600多万人。城镇化已成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居民生活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然而,我国城镇化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在追求城镇化速度与规模过程中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城乡

贫富差距扩大,人口、交通日益拥挤,就业、住房、生态环境压力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质量

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被频繁提及,2016年2
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加强提升城镇化质量,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当前,国外对城镇化质量的直接研究较少,但是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主要围绕卫星城市、生态

城市、绿色城市、可持续城市、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等开展研究[1-3],联合国人居中心关于城镇发展指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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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CDI)与城镇指标准则(UIG)在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4-5]。国内主

要从城镇化质量内涵、测度、区域差异、动力因素以及与城镇化规模或者其他要素的协调性等方面

研究[6-8],但仍未形成统一的城镇化质量内涵及评价体系。
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

验区,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但自直辖以来,重庆经

济得到迅速发展,城镇化率也从直辖之初的31.0%提高到了2017年的64.1%。为了考察城镇化发

展质量,探讨其动力因素,本文在对城镇化质量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

体系,以重庆市这一典型地区为例,利用重庆市辖各区县的面板数据,对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化质

量及其空间格局演变和动力因素进行研究,以期总结规律,查找问题,为重庆市及其他地区提升城

镇化质量提供借鉴。

二、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及其比较

(一)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历程①

1.改革开放前重庆市的城镇化进程(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1949-1978年),在国家传统计划经济的指导下,

除阶段性受宏观政治经济计划波动的影响及自身区位条件的限制出现停滞倒退外,地区经济和工

业水平整体得以恢复与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13.8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71.70亿元。
工业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5亿元增至1978年的31.35亿元,工业总产

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8%提升到了44%。重庆市地区总产值构成中的一、二、三产业的比

例由1949年的70.1∶19.5∶10.4调整为1978年的34.6∶48.1∶17.3,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
由于常住人口与城镇人口的统计起步较晚,《重庆统计年鉴》于1996年才开始有规范的统计。

最早的人口统计数据是1957年开始的,包括户籍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等。为了系统反映重庆市城镇

化的发展情况,以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比重来观察重庆市城镇化进程。1978年末,
重庆市户籍人口2635.5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30.90万人,相较于有统计数据以来的1957年,
非农人口仅增加了18.49万人,非农业人口比重下降了3.02%。虽然重庆市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

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内,地区经济和工业水平得以恢复与提升,但是从人口城镇化角度来看,城镇

化进程却出现一定程度倒退。

2.改革开放后至直辖前的城镇化进程(1979-1996年)
改革开放后至重庆市直辖前的这段时期(1979-1996年),传统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重庆市积极响应,地区经济和工业水平发展迅速,城镇

化进程得以快速推进。地区生产总值由1979年80.68亿元增加了16.3倍,达到1996年的1315.12
亿元。工业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35.00亿元增加了14.3倍,达到1996年的

502.06亿元。重庆市地区总产值构成中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1979年的35.6∶47.2∶17.2调

整为1996年的21.9∶43.4∶34.8,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提升两倍。

1996年末,重庆市户籍人口3022.7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77.12万人,相较于有统计数据的

1978年末,非农人口仅增加了246.22万人,非农业人口比重虽提升了6.5%,但重庆市城镇化率

(29.5%),仍低于同期全国城镇化率(30.48%)。重庆市在改革开放后至直辖前时期内,虽然地区经

济和工业水平迅速提升,城镇化进程得以稳步推进,但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仍慢于我国平均水平。

3.重庆市直辖后的城镇化进程(1997-2017年)

1997年,重庆市成为中国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直辖面积达到8.24万平方

①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重庆统计年鉴2018》。



公里,承载人口近三千万。直辖赋予了重庆市新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成为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转折点,为重庆的城镇化道路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重庆市城镇化进程步入了快速发展期。重

庆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1509.7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9500.27亿元,近直辖时的13倍。

工业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工业总产值由1997年的567.88亿元增长了近10倍,达到2017年的

6587.08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稳定在33%~40%之间。重庆市地区总产值构成

中的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比例由1997年的20.3∶43.1∶36.6调整为2017年的6.9∶44.1∶49,

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成为重庆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直辖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重庆市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大幅提

升,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城镇化率显著提高。重庆市常住人口中的城镇

人口由1997年的848.21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970.68万人,增加了1100多万人。重庆市城镇

化率由1997年的29.5%,于2008年首次达到50%,并继续提高到2017年的64.1%,实现了直辖后

城镇化率的翻倍,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二)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比较分析

1.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与国内地区比较分析

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自直辖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水平不断

提高,城镇化率持续增长。2002年重庆市城镇化率达到39.9%,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9.09%,

随后一直领先全国,2017年高于同年全国平均水平的58.52%。重庆市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平均

水平,1997年至2015年期间,重庆市城镇化率年平均增幅为1.67%,除2000年、2010年、2015年

外,重庆市城镇化率同比增幅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45.2%增加到2010年的53.02%,城镇化率的

全国排名保持在第12名;在“十二五”期间,重庆市的城镇化率增加到2015年的60.94%,全国排名

提升到第9名。在西部地区,重庆市城镇化率位列前茅,2013年之前城镇化率低于内蒙古,2015年

重庆市反超内蒙古0.64%,位列西部第一。但与其他直辖市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重庆市的城镇化

水平还有较大差距①。

2.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发展比较分析

作为我国四个直辖市之一,重庆市虽拥有直辖市的体制,但市辖区域却相当于一个中等省域的

框架。从辖区面积来看,北京、天津和上海的面积仅为重庆市的1/14~1/5。同时,重庆市的人口

和空间经济特征与其他三个直辖市也存在较大差异,具有较为明显的“大城市、大农村”的二元城镇

化特征,市域范围内不同区县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

由于重庆市直辖后,《重庆统计年鉴》中对于各区县的城镇化的统计最早始于2003年,因此为

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采用2003年及2015年的重庆市各区县的城镇化率进行比较分

析。2003年城镇化最高的是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城镇化率均

达到100%,城镇化率最低的是彭水县,仅有12%,两者相差88%;2015年城镇化率最高的是渝中

区100%,最低的是酉阳县30.91%,两者相差60.09%。可见,各区县城镇化进程的差距呈缩小

趋势。

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化率的排名情况及分布区域来看,2003年及2015年城镇化率排名在前

五名的区县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集中于重庆市主城区域;2003年及

2015年城镇化率排名后五位的有彭水县、巫溪县、酉阳县、秀山县、城口县和巫山县,集中分布在渝

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可以发现,重庆城镇化进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6》。



三、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质量是相对于城镇化数量而言的,然而并不是城镇化数量之外的所有因素都属于城镇

化质量的内容。综合不同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理解,本文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由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五个方面的发展质量,系统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

的一个综合概念。因此在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理解及界定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9-12],结合重庆市

的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比性及可操作性的原则,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

量、生态环境质量、城镇化效率及城乡协调程度五个方面,建立了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指标

体系,共选取了13个具体指标,包括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见表1)。
表1 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类型

城

镇

化

质

量

经济发展质量 人均GDP(元/人) 正向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元/人) 正向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元/人) 正向

社会发展质量 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百人) 正向

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张/万人) 正向

普通中小学师生比(%) 正向

生态环境质量 人均水资源总量(立方米/人) 正向

空气中SO2 年日均浓度(毫克/立方米) 逆向

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dB(A)(分贝) 逆向

城镇化效率 工业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正向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实现GDP(%) 正向

城乡协调程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逆向

财政支农相对比重(%) 正向

  (二)数据来源

基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测评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为了科学、客观、规范、全面地测度重庆市城

镇化质量,本文采用2007-2015年重庆市及重庆市辖各区县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重庆经济年鉴》《重庆市环境状况公报》
《重庆水资源公报》及重庆市辖各区县统计公报。

四、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的演变

(一)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测度

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为保证对重庆市城镇化质

量客观的测度,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13]对重庆市城镇化质

量进行测度分析。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2007年、2011年和2015年重庆市辖区县城镇化质量测

度指标的权重值,如表2。根据熵值法计算出来的权重,计算得出2007年、2011年和2015年重庆

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表2 2007年、2011年、2015年重庆市辖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权重

目标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w)

2007 2011 2015

城

镇

化

质

量

经济发展质量 人均GDP(元/人) 0.0694 0.0813 0.0943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元/人) 0.1717 0.1033 0.1041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元/人) 0.0878 0.0894 0.0853

社会发展质量 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百人) 0.1898 0.2054 0.1914
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张/万人) 0.0971 0.0758 0.0758
普通中小学师生比(%) 0.0314 0.0427 0.0359

生态环境质量 人均水资源总量(立方米/人) 0.1226 0.1911 0.1618
空气中SO2 年日均浓度(毫克/立方米) 0.0345 0.0171 0.0122
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dB(A)(分贝) 0.0264 0.0141 0.0251

城镇化效率 工业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0.0601 0.0539 0.0401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实现GDP(%) 0.0399 0.0514 0.0740

城乡协调程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0.0428 0.0431 0.0582
财政支农相对比重(%) 0.0264 0.0315 0.0417

表3 2007年、2011年、2015年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得分情况

区县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区县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渝中区 0.4736 0.5326 0.5988 南川区 0.1791 0.1615 0.1866
大渡口区 0.3427 0.2416 0.2378 涪陵区 0.2416 0.3079 0.3077
江北区 0.3038 0.3142 0.3220 长寿区 0.2094 0.3066 0.2552
沙坪坝区 0.4683 0.4883 0.4616 万州区 0.1460 0.2116 0.2106
九龙坡区 0.2973 0.3200 0.2952 梁平区 0.1433 0.1288 0.1563
南岸区 0.2391 0.3084 0.3651 城口县 0.2322 0.3256 0.3041
北碚区 0.2800 0.3702 0.2667 丰都县 0.1369 0.1078 0.1654
渝北区 0.2892 0.3527 0.3013 垫江县 0.1462 0.1417 0.1397
巴南区 0.1818 0.2304 0.2174 忠县 0.1170 0.1272 0.1537
綦江区 0.1572 0.1725 0.1881 开州区 0.1326 0.1428 0.1592
万盛经开区 0.1827 云阳县 0.1034 0.1199 0.1566
大足区 0.1634 0.2130 0.2184 奉节县 0.1033 0.1182 0.1470
双桥经开区 0.4471 巫山县 0.1085 0.1350 0.1551
铜梁区 0.1777 0.1821 0.1985 巫溪县 0.1824 0.2728 0.2433
潼南区 0.1291 0.1234 0.2049 黔江区 0.2534 0.2568 0.2663
荣昌区 0.1790 0.2106 0.2189 武隆区 0.1911 0.1801 0.2528
璧山区 0.2113 0.2232 0.2499 石柱县 0.1403 0.1588 0.2283
江津区 0.1714 0.2043 0.2439 秀山县 0.1630 0.1694 0.1613
合川区 0.1598 0.1315 0.1685 酉阳县 0.1485 0.1301 0.1871
永川区 0.1831 0.1880 0.2042 彭水县 0.1468 0.1571 0.1971

  (二)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ArcGIS10.2软件,采用自然断裂法(NaturalBreaksJenks)将2007年、2011年和2015年

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得分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城镇化质量高等级、城镇化质量较高等

级、城镇化质量中等级、城镇化质量较低等级和城镇化质量低等级,绘制出空间格局分布图(图1),
并将5个等级区域的城镇化质量均值及包含区县个数划分情况整理如表4所示。

从2007年、2011年和2015年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空间格局(图1)及各等级

划分情况(表4)中可以看出:2007-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高等级区域所含区县数量有所下降,
空间上主要分布在渝中区和沙坪坝区;2007-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较高等级区域所含区县数

量减少,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域;2007-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中等级区域所含区县数量

在增加,空间上由临近主城区域向渝东南和渝东北转移;2007-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较低等



级区域所含区县数量在降低,空间上由渝东南地区逐渐向临近主城区域和渝东北地区转移;2007-
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低等级区域所含区县数量在增加,空间上由渝东南地区向临近主城区域

和渝东北地区扩张。

图1 2007年、2011年、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得分空间格局分布情况



表4 2007年、2011年、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各等级区域均值及区县数量情况

等级
2007

均值 区县数量

2011

均值 区县数量

2015

均值 区县数量

城镇化质量高等级区域 0.4630 3 0.5104 2 0.5302 2
城镇化质量较高等级区域 0.2809 8 0.3257 8 0.3159 6
城镇化质量中等级区域 0.1901 12 0.2294 9 0.2494 9
城镇化质量较低等级区域 0.1472 13 0.1712 8 0.2029 11
城镇化质量低等级区域 0.1081 4 0.1278 11 0.1563 10

  总体上看,2007-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各等级区域的均值均在增加,说明重庆市辖区县

城镇化质量整体提升;重庆市城镇化质量高等级和低等级区域包含区县数量占全部区县的比例由

2007年的17.5%增加到2015年的31.58%,说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空间

格局总体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各区,向临近主城区域,再向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逐级降低的空间格

局特征。

五、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说明

城镇化质量是城镇化进程由“量”到“质”的提升,对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的研究是理解城镇化

质量提升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文借鉴欧向军、甄峰等和陈明星、陆大道等的四维分析视

角[14-15],将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素归纳为行政动力、内源动力、外源动力、市场动力四个方面

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选取的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分析模型的变量和指标,如表5所示。
表5 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分析模型变量指标选取情况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指标 变量符号

被解释变量 城镇化质量 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值 Y
解释变量 行政动力 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支出(元) LnGOV
解释变量 内源动力 非农产业比重(%) INNER
解释变量 外源动力 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EXTER
解释变量 市场动力 取自然对数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LnMARKET

  行政动力主要指政府资源投入对城镇化质量提升产生的推动作用。政府拥有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资源,而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又兼具了一种特殊的先发性,政府作为主导力量的直接投

入,对区域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影响重大。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农林业、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交通运

输、社会保障等项目的资源投入,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增强了区域的吸引力。因此,本文选

用财政支出(元)代表行政动力,同时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将财政支出(元)取自然对数后作为解释

变量(LnGOV)。
内源动力主要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城镇化质量提升产生的推动作用。城镇与农村的主要

区别就是产业结构,城镇化是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过程。产业结构向

着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方向变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本文选用非农产业比重(%)代
表内源动力作为解释变量(INNER)。

外源动力主要指外贸外资的发展对城镇化质量提升产生的推动作用。自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

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重庆市积极响应并稳步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重庆市进出口总额从2007年的

744546万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7447656万美元,增长近10倍。进出口贸易的提升既带动了地区

经济的增长、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产业和就业结构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升级,促进了城镇

化质量的提升。因此,本文选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代表外源动力作为解释变量

(EXTER)。



市场动力主要指经济市场化对城镇化质量提升产生的推动作用。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

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地区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有

效配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带动了各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和聚集,从
而提升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因此,本文选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代表市场动力,同时为保证数

据的平稳性,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取自然对数后作为解释变量(LnMARKET)。
(二)样本选取说明

本文进行的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分析的样本原始数据均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重庆

经济年鉴》及重庆市辖各区县统计公报。2011年重庆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万盛区和綦江

县,撤销双桥区和大足县,分别设立綦江区、大足区,由原来的40个区县变为现在的38个区县。本

文综合考虑重庆市的现实情况,以样本和指标的代表性、连续性和可比性为原则,选取2007-2015
年重庆市辖的36个区县(不包括綦江区、万盛经开区、大足区、双桥经开区)为样本。以2007-2015
年重庆市36个 样 本 区 县 的 城 镇 化 质 量(Y)作 为 被 解 释 变 量,以 取 自 然 对 数 后 的 财 政 支 出

(LnGOV)、非农产业比重(INNER)、进出口总额(EXTER)、取自然对数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LnMARKET)分别代表行政动力、内源动力、外源动力、市场动力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分

析。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6所示。
表6 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分析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Y 36×9 0.225373 0.598794 0.103078 0.092091
LnGOV 36×9 21.93238 23.46078 20.03188 0.633121
INNER 36×9 0.864533 1.000000 0.626395 0.083916
EXTER 36×9 0.128729 2.453333 0.000000 0.319701
LnMARKET 36×9 22.56767 24.87890 19.77893 0.997142

  (三)模型的检验与构建

面板数据是由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组合而成的,为避免可能存在因用非平稳时间序列数

据建立回归模型而出现的虚假回归问题。本文对各变量指标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采用

相同根单位根检验方法LLC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方法Fisher-ADF,来提高检验的准确性,各变量

指标具体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所有变量指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LLC和

ADF检验,即所有变量指标均平稳。
表7 各变量指标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指标 LLC ADF

Y -15.1928*** 106.741***

LnGOV -16.0455*** 100.133**

INNER -31.0265*** 199.382***

EXTER -21.5712*** 132.836***

LnMARKET -3.10908*** 146.271***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面板回归模型一般存在三种形式,即混合估计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通常采用F统

计量进行检验确定。同时根据αi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以上三种情况的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模

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一般采用 Hausman检验进行判断确定。首先进行 F统计量检验,经过

Eviews8.0软件处理,将面板回归三种模型进行面板最小二乘估计后的残差平方和S1、S2、S3 代入

如下公式(1)(2),计算出F1、F2,并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作比较来检验如下两个假设(H1,

H2),其中N为模型中样本区县的个数,数值为36,T为时间跨度长,数值为9,K为模型中的参数

估计个数,数值为4。



H1:β1=β2=…=βN

H2:α1=α2=…=αN,β1=β2=…=βN

F1=
(S2-S1)/[(N-1)k]
S1/(NT-N(k+1))~F

[(N-1)k,N(T-k-1)] (1)

F2=
(S3-S1)/[(N-1)(k+1)]

S1/(NT-N(k+1)) ~F[(N-1)(k+1),N(T-k-1)] (2)

经过Excel2013软件计算得出F2=5.6449大于F0.01(175,144)=1.4548,故拒绝原假设 H2,

不选择混合估计模型;F1=0.3461小于F0.01(140,144)=1.4798,故接受原假设 H1,使用变截距模

型。继续使用Eviews8.0软件进行 Hausman检验,得出 Hausman统计量值为17.556806,对应的

P值为0.0015,故拒绝原假设,使用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因此,本文的数据回归模型为:

Yit=c+αi+β1LnGOVit+β2INNERit+β3EXTERit+β4LnMARKETit+uit (3)
模型(3)中,i(i=1、2、…36)为重庆市某一样本区县;t(t=2007、2002、…2015)表示样本的观测

年份;Yit为重庆市样本区县i在t时期的城镇化质量;LnGOVit为重庆市样本区县i在t时期的行政

动力;INNERit为重庆市样本区县i在t时期的内源动力;EXTERit为重庆市样本区县i在t时期的

外源动力;LnMARKETit为重庆市样本区县i在t时期的市场动力;c为模型的待估固定截距;αi为

重庆市样本区县i的固定效应截距;β1、β2、β3、β4 为各动力因素的待估系数;uit为随机干扰项。
(四)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经过Eviews8.0软件处理,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得出模型的各参数估计结果

(如表8),样本区县固定效应αi的估计值(如表9)。
表8 模型估计的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C -2.429207 0.542731 -4.475892 0.0000
LnGOV 0.065215 0.013593 4.797655 0.0000
INNER 0.254277 0.101653 2.501433 0.0129
EXTER 0.021617 0.006831 3.164452 0.0017
LnMARKET 0.044384 0.019709 2.251944 0.0251

表9 样本区县的固定效应αi的估计值

样本区县 αi值 样本区县 αi值 样本区县 αi值

渝中区 0.153733 璧山区 0.039536 大渡口区 0.060076
万州区 0.025693 江北区 0.254485 梁平区 -0.065843
沙坪坝区 0.101598 城口 -0.007907 九龙坡区 0.09754
丰都 -0.053407 南岸区 0.139558 垫江 -0.122457
北碚区 0.030601 忠县 -0.065635 渝北区 0.062931
开州区 -0.059635 巴南区 0.028236 云阳 -0.087268
涪陵区 0.015856 奉节 -0.11496 长寿区 0.004814
巫山 -0.070265 江津区 0.01641 巫溪 -0.022035
合川区 -0.004105 黔江区 0.021422 永川区 -0.019342
武隆区 -0.009038 南川区 -0.020973 石柱 -0.044277
潼南区 -0.014345 秀山 -0.070636 铜梁区 -0.04292
酉阳 -0.084899 荣昌区 -0.047731 彭水 -0.02481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出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面板回归模型的最终形式为:

Yit= -2.429207+αi+0.065215LnGOVit+0.254277INNERit+0.021617EXTERit+
0.044384LnMARKETit+uit (4)

首先,从模型估计结果的相关统计量分析模型估计的整体效果,在模型的拟合优度方面,无论

是样本的决定系数(R-squared),还是修正后的决定系数(AdjustedR-squared)都在0.9以上,说明

模型的估计值与实际值差距很小,模型的整体效果是可行的。在模型的所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解释力度方面,F统计量(F-statistic)为92.1027,其对应的P值为0.000000,说明所有解释变

量的整体显著性通过了F检验,即所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是明显的。
其次,从模型估计的各参数估计结果分析模型各参数的作用效果。在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方

面,解释变量LnGOV、INNER、EXTER、LnMARKET对应的P值均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说明本文选取的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即行政动力、内源动力、外源动力和市场动力对重

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各解释变量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作用方面,解释变量的影

响系数均为正值,说明本文选取的行政动力、内源动力、外源动力和市场动力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

均起正向作用。其中,行政动力的影响系数为0.065215,即财政支出每增加e元,重庆市城镇化质

量就提升0.065215个单位;内源动力的影响系数为0.254277,即非农产业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

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就提升0.254277个单位;外源动力的影响系数为0.021617,即进出口总额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就提升0.021617个单位;市场动力

的影响系数为0.044384,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加e元,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就提升0.044384
个单位。由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值的大小可以看出,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素(指标)的推

动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内源动力(非农产业比重)、行政动力(财政支出)、市场动力(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外源动力(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最后,从模型估计结果中各样本区县的固定效应估计值,分析各样本区县的个体特征。样本区

县的固定效应值αi表现出了样本区县间的差异,且样本区县的固定效应在不同的时期是保持不变

的。从重庆市36个样本区县的固定效应估计值的αi取值可以看出,各样本区县的固定效应系数

均不相同,差异明显。其中αi取值大于0的区县有15个区县,取值小于0的有21个区县,取值最

大的为江北区,取值最小的为垫江县。固定效应系数αi取值排名前五名的区县为江北区、渝中区、
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集中于重庆市主城;排名后五名的区县为垫江县、奉节县、云阳县、酉
阳县和秀山县分布于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排名居于中间的样本区县分布于上述区域之间。

六、提升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各区,向临近

主城区域,再向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逐级降低的空间格局特征;2007年至2015年重庆市城镇化质

量各等级区域的均值均在增加,说明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整体提升;然而重庆市城镇化质量

高等级和低等级区域包含区县数量占全部区县的比例由2007年的17.5%增加到2015年的

31.58%,说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的实证

研究方面,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本文验证的四大动力因素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推

动作用是显著的,且推动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内源动力(非农产业比重)、行政动力(财政支出)、市
场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源动力(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重庆市36个样本区

县的个体固定效应不同,差异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提升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坚定新型城镇化道路,整体性提升城镇化质量。在对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特征的

分析中,城镇化质量呈现区域性等级差距,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说明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均

衡。在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进一步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求的背景下,重庆市应依托《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总体部署,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
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协调“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特征的各区

县城镇化发展,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

友好、社会和谐、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才能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各区县发

展不平衡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整体性地提升城镇化质量。



第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城镇是一个人口、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耦

合的系统。伴随着城镇规模和数量的扩大,也大幅度地改变了自然环境的组成和结构,带来了严重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重庆市城镇化质量低等级区域及低等级区域所含区县集中分布在

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说明在城镇化进程中,渝东南、渝东北地区未能充分利用自身生态环境优势

提升城镇化质量。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坚持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绿色城镇化

发展战略,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中,在绩效考核中增加生态环境要素;积极发展循环经

济,建立城镇内物质能量流动的循环网络,提高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尽可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排

放;加大环境治理的强度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建设高标准、高水平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完
善固体、液体、气体等废弃物的排放处理和环境监测与保护设施的建设,强化治理污染与环境保护

的能力,使得具有生态环境优势的地区利用自身优势高效提升城镇化质量。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效率。城镇化发展需要高效率的发展路径,在新型城镇化进

程中,重庆市应充分运用城镇化质量动力因素中推动力作用较大的内源动力(非农产业比重)、行政

动力(财政支出),着力培养百亿级、千亿级的产业园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提
高特色优势产业、先进制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以及品牌化产业的比

重,推动城乡形成互促共进的经济技术联系,实现城乡产业的共生发展,促进城镇化质量进一步提升。
第四,充分考虑各区县实情,因地制宜实现城镇化质量均衡提升。重庆市辖各区县的个体固定

效应不同,差异明显,说明在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市辖各区县因自身区位、地理环境、社
会、经济、人文等综合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城镇化质量呈现区域性等级差距,甚至

两极分化的现象。针对区县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同质化严重、招商引资无序竞争、考核指标不够

科学、资源配置亟待优化加强、生态环境急需保护等问题,需要统筹全市城镇体系建设,实施城镇化

质量均衡提升的区域发展战略。重庆市辖各区县可以依据自身不同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借助行政

动力、内源动力、外源动力、市场动力等动力因素,实现城镇化质量的均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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